
罗家坝遗址史前考古学文化源流蠡测

摘要：川渝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研究初步构建于 20世纪 90 年代，在空间上可大致分成五
个文化圈。其中，川东北文化圈所在的嘉陵江流域在沟通南北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
要地位。但这个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直相对薄弱，致使此区域的史前文化面貌长期处于
扑朔迷离的状态。2016年对宣汉罗家坝遗址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该
遗址出土的以折沿深腹罐为代表的一组遗存将以往嘉陵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串联起来，证实这
是分布于川东地区有着极大共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综合体。初步分析表明，该文化的源头可
追溯到陕西南部的仰韶文化晚期，继而沿者嘉陵江流域一路向南发展，进入三峡地区。公元
前 2千纪中期以后，这支文化最终发展为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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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对于国内其他省区，川渝地区史前遗址的
发现相对滞后。直至 20世纪 80年代以前，正式
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仅有巫山大溪和西昌礼州
两处。进入 80年代以后，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
一期文化的发现，才在空间上填补了成都平原史
前文化的空白。进入 90年代，三峡水库淹没区
地下文物大规模的抢救发掘和成都平原多座史前
城址的发现，使得川渝境内的史前文化终于浮出
了水面，相关的工作和研究逐步走入正轨。

2014 年，我将川渝地区的史前文化整合为
五个文化交互圈。即：（1）“川东北文化圈”。以
嘉陵江流域为中心，北起广元，在合川接纳渠
江、涪江两大支流，南下注入长江。（2）“渝东 -
三峡文化圈”。以川东南的长江沿线为中心，西
起宜宾，东至巫峡，涵盖长江南北两岸的诸多支

流河谷。（3）“川西北文化圈”。东起岷江上游，
西至大渡河上游，北依阿坝草原，南抵丹巴 -小
金 -都江堰一线。（4）“大渡河文化圈”，特指以
汉源为轴心的大渡河中游河段。（5）“安宁河文
化圈”。指以西昌为中心的四川西南部地区（图
一）。［1］

在以上五个文化交互圈中，我始终认为，
“川东北文化圈”所在的嘉陵江流域（含沿线支
流） 在沟通南北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重
要位置，可谓探索川渝地区史前考古和文化交互
的关键地区之一。可惜，该流域的考古工作一直
薄弱，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先说说嘉陵江，此江得名陕西凤县嘉陵谷，
古称阆水、渝水。发源地有二：一在陕西凤县凉
水泉沟，另一在甘肃天水齐寿山，东西两源在陕
西略阳两河口汇合，以下河段开始称嘉陵江。南
流至广元昭化又与白龙江汇合后，经苍溪、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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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川渝地区史前文化交互作用圈

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合川等地，是为
中游。在合川再接纳渠江、涪江两大支流，至重
庆汇入长江。嘉陵江源起甘陕，东临湖北，西依
成都平原，南下重庆，其流域范围几乎占去四川
省半壁江山。在宝成铁路和成渝铁路尚未开通之
前，一直是连接南北两地的黄金水道，其所扮演
的重要通衢作用以及南北经贸文化交流的角色可
上溯至远古时期。

二

嘉陵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 20世纪 80
年代，也有一些较重要的发现。已做过考古工作
的史前遗址有：绵阳边堆山，［2］广元中子铺、［3］

张家坡、［4］邓家坪、［5］鲁家坟，巴中月亮崖，［6］

通江擂鼓寨、［7］安家坝，阆中蓝家坝、彭城坝，
宣汉罗家坝，［8］渠县城坝，南充淄佛寺等。［9］

发掘资料显示，嘉陵江流域的史前遗址面积都不
很大，堆积亦不丰厚，加之发掘面积有限，出土
物不多，所见陶器均系残片，鲜有复原或能看出
完整器形者。总之，由于出土资料的残缺和数量
稀少，加之研究的薄弱，使得该流域的史前文化

面貌长期处在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
1999、2003和 200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等先后三次对宣汉罗家坝遗址进行发掘，发
现这是一处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
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周和汉代等不同历史阶
段的遗留。但前三次的发掘主要集中于东周时期的
巴人墓葬，仅有少量史前遗存发现。［10］2016年
对罗家坝进行了第四次发掘，终于找到了新石器
时代的丰富堆积，出土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
在很多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标志着嘉陵江
流域的史前考古出现转机，并有重要突破。

罗家坝遗址坐落在嘉陵江支流渠江的二级支
流———后河左岸一级阶地上，面积 120万平方米。
出土史前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分打制、
磨制和细石器三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
器、石片、盘状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镞、尖
状器和石砧；细石器有燧石石叶、石片和石核等。
后者系在川东渠江流域的首次发现，调查表明，
制作这些细石器的燧石原料就产自当地。

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质地为主，分
为夹粗砂陶和夹细砂陶两类。陶色以灰色、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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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嘉陵江流域、陕南和三峡出土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

1.西乡李家村 60W3∶2 2.宣汉罗家坝 2016 3.重庆 4.忠县中坝 H283∶2 5.宜昌中堡岛 H21∶2

或灰褐色为主，少量红色或黑色。器物造型以平
底器为主，有个别圈足器。器类组合较简单。最
具代表性的典型器为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也
有的呈外侈口、折沿稍窄的样式。特点是口唇部
常捺压浅的齿状花边，领部转折处堆塑附加堆
纹，器表流行交错绳纹，腹部绳纹之上堆塑数匝
附加堆纹。其他还有戳印纹、篦点纹、弦纹、瓦
棱纹等。泥质陶主要为表皮灰黑色、内胎红褐
色，大多素面无纹，器类有喇叭口罐、折腹盆和
敛口钵等。年代检测结果显示，罗家坝史前遗存
的年代为距今 5300～4000年。
更为惊喜的是，在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

研讨会上了解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家坝
发掘团队已开始对 2016年的发掘资料进行整理，
对该遗址的史前遗存做了初步的分期研究，上述
工作为探索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
列构筑了基础，并将大大推进嘉陵江流域的史前

文化研究。
罗家坝遗址的重要收获是出土并复原了一批

陶器，器类基本组合由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
泥质陶钵、盆、喇叭口罐、豆等构成，包括一些
石器和前所未见的细石器等，其中很多在嘉陵江
流域已往的考古发掘中为仅见。其特殊贡献还在
于，以该遗址出土遗物为样本，特别是以侈口宽
折沿深腹夹砂罐为代表的遗存，可将嘉陵江流域
以往发掘的其他史前遗址的资料有机地串联起
来，得以让我们窥探到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基
本风貌。整合结果表明，罗家坝遗址出土的这组
遗物代表了公元前 3千纪（距今 5000～4000年）
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基本构成。证实这是一支
分布在整个嘉陵江流域、在空间上呈现出极大共
性的考古学文化综合体，类似因素北可上溯至陕
西南部，向南延伸到渝东三峡，［11］其波及范围
远达鄂西北地区（图二）。［12］

三

罗家坝遗址的发掘收获也为进一步探讨嘉陵
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来源、去向及与周边地区的文
化关系提供了可能。

（一） 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来源

此前，已有学者就嘉陵江流域上游段的史前
遗址年代做过初步的归纳，并提出如下的阶段划
分。第一段：广元中子铺遗址早期 （距今
7000～6000年）。物质遗存主要表现为细石器，
也有少量火候低、质地松软的夹砂绳纹红褐陶
片。第二段：广元中子铺遗址晚期———张家坡遗
址（距今 6000～5500年）。物质遗存主要为夹砂

灰褐色绳纹陶片，伴出少量细小石器和磨制石
器。第三段：广元邓家坪遗址（距今 5000～4500
年）。文化特征与张家坡遗址接近。第四段：绵
阳边堆山遗址（距今 5000～4500年）。物质遗存
为夹砂灰褐陶和泥质灰陶，以及打制和磨制石
器。［13］

依照上述年代排序，可知嘉陵江流域年代最
早的史前遗址在广元附近，偏晚的遗址则分布在
中游以下河段。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子铺遗址
早期遗物以细石器为主，共存陶片极为破碎，器
形组合均不清楚，文化性质不明。根据已知的考
古学文化分布，广元一带很难成为至今未知的某
个考古学文化的策源地。那么，以中子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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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遗存的源头应在哪里？从地缘角度出发，
最有可能的地点就是陕西南部，而且中子铺遗址
的发掘者也有这方面的暗示。［14］

陕西南部已知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为：以西
乡李家村为代表的老官台文化晚期 （距今
7000～6500年） —以南郑龙岗寺为代表的仰韶文
化早期 （半坡类型，距今 6500～6000 年） —仰
韶文化中期 （庙底沟类型，距今 6000～5500
年）。此后阶段的文化面貌不详，随即进入龙山
文化（距今 4500～4000年）。
我们注意到，陕南有很多史前遗址在仰韶文

化中期之后即被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几乎无例
外地缺失仰韶文化晚期 （距今 5500～5000 年）
和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 5000～4500年）。但这
近乎上千年的“文化断层”在逻辑上完全讲不
通。我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断层”很可能反映
了仰韶文化核心区以外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出现
的“文化变异”现象。如在陇山左近，进入大地
湾四期 （仰韶文化晚期） 逐渐演变出石岭下类
型，继而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在黄河中游的郑洛
以东地区，演变出大司空村类型；在内蒙古中南
部—河套地区，演变出海生不浪文化，继而发展
为老虎山文化。估计陕南在庙底沟类型之后也出
现了类似变动，由于变化大，加之出土资料不
多，这类遗存被归入到了“龙山文化”，如西乡
李家村、［15］红岩坝、［16］南郑龙岗寺、［17］城固
宝山［18］等即有此类因素。
仔细观察，陕南此类“龙山文化”的特点为：

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多黑皮红胎，器类主要
有深腹夹砂罐、喇叭口罐、敛口深腹钵、豆、盘、
盆，器表多饰交错绳纹、附加堆纹、篮纹等。其
中，夹砂深腹罐的器型和附加堆纹的装饰明显带
有仰韶文化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特征，年代
应在距今 5000年上下。有意味的是，上述特征
恰恰显示出了与嘉陵江流域以罗家坝为代表的史
前遗存强烈的一致性，显然，嘉陵江流域的史前
文化的源头很可能与此类文化因素有关。［19］它
最早在陕南形成，然后顺江而下，最先到达广元
地区，继而向南扩散到整个嘉陵江流域。

（二） 与渝东三峡的文化关系

渝东三峡境内的史前文化以哨棚嘴文化［20］

为代表。该文化的陶器质地、形态、组合都表现
出与罗家坝遗址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为探讨哨
棚嘴文化的来源提供了空间。现有考古发现表
明，哨棚嘴文化很有可能是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
南下扩散的产物，至少不能排除嘉陵江流域的史
前文化对三峡地区产生的强烈影响。
以往，学术界在谈及哨棚嘴文化的来源时，

常常以该文化的侈口宽折沿夹砂深腹罐为对象，
认为此类器型和装饰应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
化。问题是，从川西北岷江上游沿青藏高原东麓
南下三峡这一路可谓艰险备至，至今缺少此类因
素传播的确凿证据。罗家坝遗址的发掘和相关证
据表明，此类因素的传播很可能走了一条更为便
捷的途径，即嘉陵江水系。

近年来，在贵州遵义等地陆续发现有以侈口
宽折沿夹砂深腹罐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可见此类
因素向南已影响进入黔西北地区。

（三） 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关系

嘉陵江流域与成都平原存在长期的横向交
往，这一点毋庸置疑。联想到绵阳边堆山遗址所
出陶器形态、质地、色泽和花纹与成都平原的史
前文化更为接近，年代亦早，暗示作为嘉陵江东
侧支流的涪江在东西横向文化交互进程中扮演了
某种中介角色。什邡桂圆桥遗址［21］的发掘从地
层关系上证实，马家窑文化与三星堆一期和宝墩
文化存在早晚叠压关系，显示出自川西北南下的
史前文化与涪江流域的原始文化曾在什坊一带相
遇，进而碰撞出了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稍晚，
来自南面长江三峡的古文化也曾给予成都平原以
一定程度的影响。［22］

（四） 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去向

嘉陵江流域和成都平原早在史前时期就形成
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其年代下限都延续到了
距今 3700年左右。此后，经过一段不太明朗的
阶段，约当中原商代晚期，各自发展进入青铜时
代。一个在嘉陵江流域和三峡地区发展出巴文
化，另一个在川西平原发展为蜀文化。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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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坝遗址史前考古学文化源流蠡测

作为四川东部的水上交通要道，嘉陵江长期
扮演了沟通南北族群迁徙、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早期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过程中，有着突出的贡献。

后记：此文是在 2017年 11月 24～26日参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宣汉县人民政府举办的“罗家坝遗址与巴
文化学术研讨会（四川·宣汉）”的发言，发表前
略作修改并补充了注释。愿抛砖引玉，共同促进
早期巴蜀文化的研究。

注释：

［1］李水城：《世纪回眸：四川史前考古的发展历程》，

《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编委会编：《庆

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第 40～42页，科

学出版社，2015年。

［2］ a.何志国：《绵阳发掘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四

川文物》 1990年第 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

阳市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考古》

1990年第 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

元市中子铺新石器遗存》，《考古》 1991年第 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省广

元市文物管理所：《四川广元市张家坡新石器时代

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 1991年第 9期。

［5］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收获》，李绍明等主编：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第 257～265页，巴蜀书社，1993年。

［6］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

查简报》，《四川文物》 1991年第 6期。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文物管理所：《通

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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